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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乡建陕甘宁
（上接第一版）
在推进乡建、乡治的过程中，解

决“吃穿”二字到了要命的地步。揭
不开锅，生不着火，一切无从谈起，
哪怕是王法，也无济于事。

经济建设需要全体人民参与。
民有，边区有；民贫，边区政府不是揭
不开锅的问题，是会站不住脚的。经
济是个饭碗问题，自己碗里没米没
面，整天像个叫花子乞讨，还谈什么
革命。正如毛泽东的发问：“是饿死
呢？还是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
呢？”想想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过来了，
天下还有难倒共产党的事吗？回答
肯定是没有的。

怎么干？党中央胸有成竹，时
刻紧抓，制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
给”这个抗战时期的经济建设工作
总方针。坚持“统一领导、分散经
营、军民兼顾、生产与节约并重、农
业第一”的原则，加劲生产，努力苦
干，既满足和保证革命与战争事业
的物质供应的需求，又基本上解决
了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家家有余
粮，人人能吃饱。

延安时期的经济建设经历了两
个阶段：以 1941年为界，皖南事变
以前，是“力争外援，休养民力”；皖
南事变后，是“发展经济，保障供
给”，工作的着力点是减租减息，扩
大生产，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在广
大的农村地区发展经济，生产运动
轰轰烈烈。

措施一环紧扣一环，体现劳动
人民优先；办法一招胜过一招，坚持
党政军民学全体参与，自己动手，丰
衣足食。

减租减息，削弱农村经济中的
封建剥削。地主天天干饭，富农一
日三餐，中农三顿稀饭，贫农吞糠咽
菜。如此境况不改变，哪里能来革
命的中坚力量，哪里有拥护革命的
大多数，老百姓是不会和你坐一条
板凳的。良策现良局。减租减息，
不仅地主阶级被削弱，富农也被削
弱，中农土地、人数迅速增加，雇农
和贫农明显减少，农村经济获得较
大发展，农民生活得以长期稳定。

在农业生产上呈现出以粮食作
物为主、经济作物为辅、农副业兼营
的格局。各种手工业合作社、运输
合作社、手工业作坊、小型工厂、集
市贸易等机构普遍建立，工商业成
为比较重要的经济部门，形成农工
商贸相结合的产业结构雏形。陕甘
宁农村发展活力倍增，农民生产、支
前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盼望年年有
好收成，多打些粮食送军粮。

自己动手，开展大生产运动。
1940年以后，日伪军疯狂“扫荡”各
抗日根据地，前方后方都吃紧。加
之国民党顽固派要饿死边区、困死
边区的武装封锁包围，边区军民一
度面临“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
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
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窘境。生死
存亡之际，党中央为破解饿死和解
散的难题，渡过难关，站稳脚跟，发
动开展军民大生产运动。

大生产运动中，边区村村户户、
男女老少齐上阵，能种的都种上，能
开的全开荒，自耕、代耕、互助互帮，
只为多打粮食支持抗战。党政军学
各机关单位率先垂范，人人参加，开
展以垦荒为主的生产自救运动。其
中以从 1941年就全部开进南泥湾
垦荒的八路军359旅取得的成绩最
为突出，成为军民效仿的模范。截
至 1945 年，边区耕地面积达到
1425.6万亩，粮食生产稳定在 160
万石左右，比1937年增加34万石之
多。边区到处是牛羊，遍地是庄稼，
鲜花开满山。

立足乡村发展，边区稳定，农业
生产相关支持要素配合跟进，齐步
发展。重点开展开荒、水利、农贷、
农业技术推广、农业经营干部培养，
以及农业生产指导等建设活动，农
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出
现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繁荣之貌。

1946年 4月，在陕甘宁边区参
议会三届一次会议上，边区政府主
席林伯渠作了题为《边区建设的新
阶段》的政府工作报告，自豪地宣
称，人民的物质生活不但没有降低，
反而比以前普遍改善，并且部分达
到丰衣足食，从前以贫农和雇农为
主要角色的农村变成以中农和富裕
中农为主要角色的农村。从前乞丐
到处可见，现在早已绝迹。同时，边
区物价开始下降，边区每斗米仅 10
元，比敌占区武汉的米价低两倍以
上，比大后方重庆的米价低六倍以
上，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边区更加稳

定巩固。
同时，边区政府从休养民力、发

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目的出发，
制定系列配套政策。在经济结构方
面，实行以公营经济为主导、多种经
济成分并存、协调发展的政策；在财
政方面，实行照顾各方利益，适当征
粮征税，合理负担，开源节流，厉行
节约，生产自给的政策。发展农业
农村经济的政策，合理地调整了生
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对于改善群
众生活、战胜经济困难、坚持和巩固
抗战成果、改变边区经济落后面貌
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人们是这样说的，延安时期的
文化建设，是“拓荒式”的。用一张
白纸形容边区文化，是恰当的。不
要说农民，就是边区大部分的区乡
干部，文化水平也极低。以延属分
区安塞的乡、区一级干部的文盲比
例为例，乡、区委书记中的文盲占总
人数的 4.3％，乡、区长中的文盲占
总人数的 57.1％，自卫营长中的文
盲占总人数的 85.7％，妇女主任中
的文盲占总人数的100%。且乡、区
间的文化、文艺还是讴歌帝王将相、
才子佳人，还是酸曲旧歌神汉调。
村村落落间，没有老百姓的舞台剧，
没有下里巴人的歌本本，劳苦大众
在文化中是被贬低的群体，在文艺
中是磕头谢恩的角色。既无声，又
无影。

让老百姓掌握命运，建立政权，
拥护政府，就必须领导广大人民群
众破旧立新，开拓创新，建立民族
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以文艺
为手段的文化、文明启蒙教育，就必
须有为工农兵服务的理论和方针，
中国共产党做到了，建设了一块新
文化天地。从此，陕甘宁边区的农
村文化生活、精神生活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政治文化突出人民主体地位。
延安时期的文化建设，高度突出政
治新使命，打着深深的革命战争时
代烙印。民众的启蒙教育毫不例
外，也包含着浓厚的政治性寓意。
毛泽东明确指出，当前的文艺，就是

“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
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改
造自己的生存环境”。在突出人民
主体地位中，一方面，让人民群众成
为文化建设的主体；另一方面，使人
民群众也成为文化的实践主体。在
边区和各根据地，文化真正成为“团
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
敌人”的有力武器。

乡村文化突出生产生活教育。
延安时期的文化建设，课堂在田间，
讲授在院落，鲜活生动接地气，农村
欢迎，农民接受，真是“黑格隆冬天
上出星星，黑板上写字放光明”。始
终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际需
要出发，照顾群众的生产特点和生
活习惯，把抗战、革命、教育、生产等
重要内容统一纳入各级组织的农民
教育活动安排中，在完成工作、布置
任务时，利用农闲、冬闲、节闲等时
间空隙，结合中心工作、阶段任务，
机动灵活地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建
设活动。灵活有效的方式，既解决
了群众学习与生产、战争的矛盾，又
满足了他们的学习要求，很快使群
众的文化素质有了提升，边区学习
蔚然成风。

首先是形式多样，应学尽学。
各地将冬学与自卫军冬训、平时的
夜校或识字组结合，与闹秧歌、医疗
卫生、妇女纺织、植树造林结合，与
劳动互助组组织生产劳动的休息时
间结合。利用乡村小学开设农民的
早、午、晚学，在外出参观、放牧、经
商之余开展识字、读报、讲时事、交
流生产经验等教育活动，还对因困
难不能学习的农民采取夫教妻、子
教父的“小先生”制，在家庭中帮助
农民学习文化，了解时事，总结生产
和生活经验等。

其次是注重联系实际，有的放
矢。采取“需要什么就教什么，条件
允许怎么学就怎么学”的方针，教材
编写紧扣抗日、反法西斯、减租减
息、反对迷信等主题，并多以韵文形
式编写，通俗易懂，有效激发了农民
参军、生产、拥政拥军的热情。同
时，把农民学文化与平时需要相结
合，把写收条、汇报、报告、书信、记
录、路条、记账、契约等公文编入教
材，提高农民读、写、算的能力，方便
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

新文化建设紧贴人民大众。这
是乡村文化建设的根本使命所在。
这一时期，边区和各根据地广泛开
展宣传科学、反对迷信的文化运动，

引导民众积极参与各种文化宣传活
动，发动民众创新文化宣传方式，一
起以身边的人、身边的事以及个人
遭遇，揭露封建会道门、巫婆、神汉
等欺骗人民、愚弄人民的罪恶行为，
并戳穿他们一贯骗人的鬼把戏，从
而改变祖祖辈辈听天由命、任人摆
布的奴性思维。

现实教育，贴心启发。广大农
民心明眼亮，广大农村清风荡漾。
同时，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田
间地头、车船码头，参加劳动、体验
生活并真实反映生活，真情抒写农
村、农民。面向时代主战场，唱响历
史主旋律。一大批反映革命战争、
劳动人民生产生活等的新主题、新
题材作品被创作出来。《王贵与李香
香》《白毛女》《兄妹开荒》《夫妻识
字》等唱响边区，唱响革命根据地。
一大批像小二黑、王贵、李香香等具
有浓郁时代特色、勤劳勇敢的新型
劳动人民形象，登上了广阔的时代
大舞台。

拧沙为绳是中国共产党的超然
能力。延安时期，推进边区社会建
设和乡村治理就是这种能力的具体
体现。这项伟大工程，应对和化解
了一系列的危机和困难，凝聚起的
磅礴力量，为巩固边区政权，促进根
据地建设和发展起到无可替代的作
用。

1935 年，中共中央到达陕北
后，苏区各种社会情况极为复杂，乡
村地区虽然到处闹红，但革命始终
未触及风气治理，乡村经济、文化教
育、卫生医疗等非常落后。加之，天
灾人祸不断，广大人民生活极为艰
苦，其恓惶程度，一言难尽。

生存环境触目惊心。到处山
大沟深，地广人稀，山是秃的，水是
浑的，旱灾、水灾等频繁发生，素有

“十年九旱，十年九灾”之称。黄土
高原土质疏松，森林植被覆盖率
低，还不足 5％。一遇天旱，赤地千
里，寸草不生，夏无接济之菜蔬，秋
无充饥之秕谷。遇上涝灾，洪水泛
滥，一水推过，田无半根青苗，路无
一丈之畅。人们年年衣不蔽体，日
日食不果腹。“男人走口外，女人挖
野菜，糠菜半年粮，孩子饿断肠”的
民谣四起。

文化教育一言难尽。陕甘宁边
区文盲率高达 90％以上，除绥、米
二县国民教育略有基础外，其他地
方犹如那光光山头，只有稀疏几根
茅草。文化娱乐活动基本是逢节
日、庙会、婚丧嫁娶时，有好事者组
织闹秧歌、打腰鼓、耍社火、听说书、
唱酸曲等。老百姓大多依山挖土窑
而居，从不讲卫生。有些地方人畜
同室，衣物被褥常年不拆洗，刷牙、
洗澡更无从谈起。由于缺医少药、
卫生落后，猩红热、脑膜炎、天花等
传染病流行，人口死亡率很高，婴儿
死亡率达60%，成人达3%。分散的
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
穷人子弟入学无门，识字无师。用
他们的话说，一辈子是个睁眼的瞎
子，全家不识斗大一个字。

社会生活恶俗叠加。陕甘宁地
方偏僻，只教稼穑，缺乏教化。民间
陋习、陋俗大量存在，封建迷信活动
猖獗，巫神、神汉、阴阳、算命先生到
处都有，求神、抽签、占卜、算卦等迷
信活动相当普遍，和著名的《七笔
勾》中所描写的不差上下。遇大是
大非，无政府可问，无乡绅来帮，只
好求签打卦问神神。家庭婚姻生活
中存在着大量的童养婚、招养婚、转
房婚和买卖婚姻等极为复杂的婚姻
状况，尤其盛行买卖婚姻。男女无
婚姻自由，早婚现象普遍，男尊女卑
的观念严重，甚至有贩卖妇女和抢
婚等行为。此外，妇女缠足现象普
遍，匪患猖獗，烟毒遍地，“二流子”
大量存在。这是当时陕甘宁乡村社
会生活的真实写照。这些陈规陋习
的大量存在和不断叠加，既危害人
民的身心健康，加重人民的经济负
担，又败坏社会风气，影响乡村社会
健康发展。

一系列恶习陋俗，亟待边区政
府解决。一日不绝，一日危及执
政。因此，陕甘宁边区政府痛下决
心，费尽心思治理。

倡导社会新风，边区政府采取
一系列措施来清扫或改造旧社会的
遗毒。移风易俗，边区的社会风气
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改变旧规陋习。一方面利用各
种形式批判揭露巫神迷信活动，教
育人民群众；一方面加强医药医疗
工作，让人民群众自觉讲卫生，远离
神汉神婆。从此，边区逐渐形成相

信医学、崇信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的
良好风气。

废除缠足陋习，促进妇女解
放。1939年 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
颁布了《陕甘宁边区禁止妇女缠足
条例》。其中指出，妇女缠足是一种
野蛮的、伤天害理的封建习惯，放足
是解除妇女身上的锁链。并明确规
定：“凡边区妇女在十八岁以下者，
自本条例公布之日起，一律禁止缠
足。”如不听劝告者，强迫妇女缠足
的，就是触犯了刑律。此恶俗的禁
止，使大批妇女走出家园，走向田
园，融入社会。既解放了妇女，又解
放了农村劳动生产力。

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倡导自由
婚姻。《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规
定，“禁止重婚，早婚，纳妾，蓄婢，童
养媳，买卖婚姻”“结婚须男女双方
自愿，任何人不得强迫。”妇女们高
兴地说：“过去买卖婚姻，现在婚姻
自由。毛主席来了，男人不敢打女
人了，女人自由了！”

施行救济新策。坚决打击放高
利贷、囤积粮食和生产资料等不法
行为。同时，边区政府把制定救灾
救济新政策列为乡村社会建设的一
项重要内容，高度重视和关心贫困
人口。

政府直接赈济。采取三种办
法：其一是拨粮拨款，发放急赈；其
二是给贫苦农民发放农业贷款，用
于购买耕牛、农具、种子等基本生产
资料，帮助其摆脱贫困；其三是以工
代赈，兴办工厂、兴修水利，让群众
获得更多的收入，增强抗灾自救能
力。

组织发动群众互助互济。诸如
鼓励变工队、扎工队等群众互助组
织在灾荒中种旱田、修水利、开荒地
以及进行抢种、补种，以此来解决灾
荒，减少灾情。同时，组织借粮借
贷，允许适当收取利息。此外，还采
用募捐形式建立义仓和粮食信用
社，帮助群众渡过难关。并积极采
取有效措施，尽力安置和优待移民
难民，保障了边区乡村社会的稳定
发展。

剿匪，锄奸，禁毒。针对严重的
匪患和汉奸、敌特破坏形势，边区率
先开展剿匪、锄奸斗争，严厉镇压汉
奸、卖国贼，彻底消灭扰乱社会治安
的土匪，巩固后方，并积极动员广大
人民群众参与，有效打击了汉奸、土
匪，大大加强了边区的政治社会安
全，保障了乡村社会秩序安定。禁
毒工作更是全面有效，明令规定禁
种、禁贩、禁售、禁吸，边区成为全国
禁毒模范区。

建设模范新村。延安时期，陕
甘宁边区掀起以劳动英雄带头示范
创建新民主主义模范村建设运动，
通过移难民、运盐、学习、纺织等四
种主要类型的模范村创建，引领边
区乡村建设运动。同时，还出现生
产、卫生、调解、丰衣足食等许多模
范村，边区呈现出新民主主义社会
的一派生机。

塑造乡村新人。主要是改造农
村“二流子”和树立劳模，从而改变
乡村社会风气，去邪气，养正气。

“二流子”，是指那些吃喝嫖
赌、游手好闲、寻衅滋事、装神弄
鬼、骗吃骗喝、偷粮盗驴、为害乡邻
的无业游民和地痞流氓。他们绝
大多数来自破产农民、小手工业
者，是旧社会制度下的牺牲品，反
过来成为新社会的蛀虫和祸害，成
为影响乡村风气和社会稳定的极
大隐患。《解放日报》有这样一段写

“二流子”的话：“他们不仅不事生
产，而且还偷谷子，盗糜子，偷驴盗
马，妨害别人生产。他们不仅不出
粮不送草，还站在大路旁边说怪
话：‘咱不种地，就没有这些麻烦！’
他们仗着一张油嘴、流氓手段和有
时间，在农村中游来游去，烟酒嫖
赌，说是弄非，包打官司，甚至造谣
生事，勾结坏人，暗藏奸细，破坏农
村治安，违反政府法令。”改造“二
流子”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社会工
程，边区政府多管齐下，采取许多
硬措施。其一，严格界定；其二，政
府高度重视，各部门通力合作；其
三，救济与改造相结合；其四，一般
劝诫与特殊教育相结合。经过全
社会动员与各方面配合，陕甘宁边
区改造“二流子”运动取得显著成
效。《解放日报》社论指出：“几年来
我们不仅进行了经济、政治、文化
各方面的改造和建设，而且还进行
了人的改造和建设。旧社会遗留
给我们的渣滓——二流子，大部分
都改换了原来的面貌，变成健康勤

劳的农民。”
树立“劳模”典型。劳动模范的

塑造始于陕甘宁边区。1939年2月
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
员大会，会上提出奖励劳动英雄并
在随后的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大批
劳动英雄，吴满有、刘玉厚、杨步浩、
郝树才、赵占魁、刘建章、申长林等
一大批劳动模范脱颖而出。同时，
开展新式农民培育活动，马海旺、刘
玉厚、申长林等均是好农民、新式农
民的榜样。

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是革
命的坚定力量，巩固政权的铜墙铁
壁。

延安时期，党的群众工作深
入人心，群众由衷感谢共产党，并
积极发挥主动性，参与到乡村社
会的建设活动之中，为边区政府
政权巩固、支持革命发挥了巨大
作用。党的群众工作也由此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以新制度提高了
群众的政治地位，给人民群众看
得见的物质福利，用先进文化教
育群众，发挥英模人物的示范作
用，共产党人率先垂范等。扎实
而富有成效的工作方法，既提高
了群众的政治觉悟、文化素养、生
产能力，又快速地动员广大人民
群众支持抗战，支持革命。由此，
共产党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
赖，使得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

以制度提高群众的政治地位。
首先是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选举
权。边区颁布《陕甘宁边区选举条
例》，最大限度保障乡村民众行使民
主权利。因地制宜、灵活机动地采
取群众听得清、看得明、信得过、方
便选举的各种办法，确保全体人民
参加乡村政权建设毫无半点困难，
从而极大地激发民众参与政权选
举、乡村建设的热情。其次是保障
人民群众的民主参政权。乡村政权
是人民的政权，党的各级组织非常
重视乡村政权建设，并提出一切工
作的根本在乡村的政治理念，保障
人民群众对乡村政权的管理。在基
层乡村，以贫雇农为代表的乡村干
部在乡村政权中占绝对优势，能够
代表乡村民众的利益，替农民说话，
替农民办事。同时，保障人民群众
的民主监督权。

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针
对陕甘宁边区经济社会落后、人民
群众生活非常困难的具体情况。毛
泽东说：“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
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
以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
人民呢？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
来说，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
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
福利。”延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边区抗日政权一心一意为
群众谋利益，专心致志为群众作贡
献，在实实在在的群众工作中，真正
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从而
为共产党取得胜利奠定广泛而可靠
的群众基础和力量之源。

用先进文化教育群众。陕甘宁
边区原本是一片“文化沙漠”，缺乏
健康向上的文化生活，仅巫神多达
两千多人，危害甚烈。乡村农民是
构成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最大基础。
为此，边区政府通过一系列大众化
文化教育普及，增强人民大众的主
人翁意识，使广大乡村农民普遍认
识到自己就是新政权的一分子，自
己的利益是受到保护的，于是他们
开始关心自己的民主权利，跃上翻
身得解放的舞台。

模范人物引领。发挥英雄模
范人物在生产中的模范作用，是中
国共产党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方
式，是凝聚广大劳动者积极性、创
造性、主动性有力的方法。特别是
通过大生产运动，大树特树各行各
业劳动英雄、模范人物，用身边的
人引领身边的人，教育身边的人。
吴满有、申长林、杨步浩、郝树才
等，都是从农民队伍中产生的先进
分子、杰出代表。他们一个个是边
区群众中的鲜活人物、精英分子，
是大家生产学习的光荣榜样，是边
区政府团结人民的宽广桥梁、通畅
道路，是人民相信、政权信赖的重
要依靠力量。

共产党人作表率。中央机关、
边区政府，从领导集体到普通党员
干部，都以实际行动践行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坚决克服
官僚主义。除强化纪律制度约束保
障外，边区政府还专门制定了政府
工作人员行为公约，倡导公务人员
做联系群众的模范、坚守道德的模

范，自觉做到知法守法，不滥用职
权，不假公济私，不耍私情，不贪污，
不受贿，不腐化，不堕落，始终与人
民同甘共苦，保持鱼水之情。“黄克
功事件”“肖玉璧事件”不就是铁的
例证吗？坚持干群一致、官兵一致、
军民一致，倡导根据地“只见公仆不
见官”。当时党的领袖同普通群众
住一样的土窑洞，穿一样的粗布衣
裳，吃一样的小米黑豆钱钱饭，屁股
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一边。

团结就是力量。延安时期，中
国共产党对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
众支持抗战、参与政权建设的认识
是极为深刻的，不仅写进自己的政
治纲领，而且始终贯穿于边区的各
项建设中。

毛泽东在《组织起来》的讲话中
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
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
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
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
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
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
化。”在边区，一切的经济、政治、文
化活动，都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各级
组织去组织群众实施，我们才取得
成功。经验同时告诉我们，任何时
候，需要组织，更需要组织起来。没
有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没有广泛的
群众参与、群众拥护，无论多么好的
目标是实现不了的，且整个中国不
会凝聚成铜墙铁壁，不会凝聚成不
溃坝的长堤。

拥有 4亿多人的旧中国，曾经
一盘散沙，在1900年被八国联军长
驱直入，占领北京城。仅仅过了 50
年，当全体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
当我们的中国有了无比优越的社会
主义制度，有了紧密联系的乡村基
层政权之后，尽管还是4亿多人，却
是组织起来的 4亿多攻无不克、战
无不胜的强大力量。此时，伟大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敢于在朝鲜面对以
美国为首的16国联军，在武器装备
大大弱于对手的情况下齐心协力，
保家卫国，取得辉煌的战绩，迫使美
国第一次在没有胜利的协议上签
字。正如毛主席所说的：“真正的铜
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
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正是
因为有群众的支持，我们才造就了
真正意义的铜墙铁壁。

延安时期，毛泽东曾经指出：“日
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
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把群众组织
起来，这是一种方法。”刘少奇在中共
七大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中指出：“共产党人不应该是，也不
可能是代替人民群众包打天下的

‘英雄好汉’。”无产阶级群众只有组
织起来与马克思主义结合，才能获
得最后的胜利。

在党中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
各类群众团体纷纷建立，有救亡、文
化、反战、宗教、学术、研究和工、商、
医、学十大类。在边区的乡村中，则
有农民自己的组织，如变工队、扎工
队、妇纺小组、农会、合作社等基层
群众组织。

各类群众组织积极参与边区
各项事业建设，直接或间接支援抗
战，支援解放战争。据不完全统
计，毛泽东、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
边区人民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
巨大贡献。仅转战陕北一年多，动
员支前牲口 1478707头，妇女做军
鞋 92.9 万双，押送俘虏的民工达
11204 人，为部队磨炒面、造干粮
5.5万担。

回首延安十三年，毛泽东面对
滚滚黄河，感慨万千地说：“陕北是
个好地方，陕北人民是真金子。”

同样，中国革命的成功，一条重
要的经验，就是组织起来，在基层建
立严密的组织，从而极大地使中国
农村的生产力焕发出来。乡建、乡
治，就是拧沙为绳，就是垒石为塔。

延安时期的乡建，令国人向往，
令历史敬佩。正如毛泽东所说：“这
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
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
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
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
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
难财。”

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昔
日延安，红色乡建尽展风采；今日延
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乡村建设
会宏图大展，成为新时代全国乡建、
乡治的鲜活模式和生动样板。

我们期待，乡村振兴之延安，在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途上，是
最耀眼、最灿烂的全国模范。


